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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心理学研究：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专题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
躯体化诊断的本土视角

汪新建　 陈子晨

［摘　 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是指无法通过实验医学的生理性病因进行合理解释的功能性躯体

症状，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的核心条件之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及其历史

变迁反映了西方医学体系中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的二元分裂。而从本土身心合一和整体医学观的视

角看，医学专科的二元分裂并不是天然存在的。这种差异也成为躯体化诊断在中国产生不适应性的

原因之一。

［关键词］　 躯体化；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医学史；文化心理学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ＭＵＳ）是指不能用实验医学的生理疾病过程

进行合理解释的躯体障碍，也是躯体化等躯体性心理障碍诊断标准中必不可少的核心条件之一。作

为一种精神或心理诊断的必要条件，“医学无法解释”的界定却完全基于实验医学的生理判断标准，

反映出躯体化诊断和实验医学生理性思维路径的密切联系。西方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认识和

理解伴随着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不断演变。而对于中国本土来说，这个深刻植根于西方医学体系的

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却缺乏相应的理解基础。因此，从本土医学观念的角度来反思这一概念，或

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的躯体化问题。

一、“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变迁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概念源自实验医学的诊断过程。在西方实验医学的解释模式中，一些躯

体症状之所以被诊断为“医学无法解释”，是因为缺少病理学意义上确定的变化去指向某种疾病实

体，比如器官的癌变就能指示癌症的存在。在临床实践中，患者因为症状向医生求助，而医生则通过

诊断来对患者的症状做出解释。当医生找不到病理学确定的疾病来解释一个患者主诉中的躯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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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这些患者的症状也随之被称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功能性或躯体化症状。从这个角度上

说，“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界定建立在一种固定的逻辑基础上：即通过病理证据对所有疾病进行排

除，而这正是在实验医学将疾病确定为客观存在的实体之后才产生的概念。

在历史上，哪些躯体症状或综合征会进入“医学无法解释”的领域和特定时代的医学技术发展状

况密切相关。随着实验室检验和病理检查技术的发展，某些原本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症状在发

现病因之后变成了医学可解释的症状；而反过来，新的科学发现也可能否定某些被认为已经得到解

释的症状的病因，使其再度成为无法解释的症状。另一方面，某些症状在一个时代内“无法解释”或

“原因不明”也并不意味着医生就会对其置之不理。相反，他们必须做出新的理论假设来努力尝试解

释这些症状。而对“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解释假设也是随着医学技术和观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前科学时代的医学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无法解释”的症状，因为大部分病痛体验也无非是用前科学

医学观念下的一些假定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比如，最初源于古希腊的“歇斯底里”（ｈｙｓｔｅｒｉａ）这一概

念，其希腊语原意就是“子宫”。整体性的朴素唯物论将这些和情绪激动共同出现的躯体综合征解释为

集中于特定身体器官的紊乱，尤其是带有特殊道德意义的生殖器官。文艺复兴之后，对解剖学的进一步

理解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被当作无法解释症状的病因，这种观念将歇斯底里、疑病症等原因不明的躯体综

合征逐渐划归到一个分类之中。１６６７年，英国权威解剖学和神经学家 Ｔｈｏｍａｓ Ｗｉｌｌｉｓ从脑解剖学角度对

各类“神经性”疾病做了研究，批判了传统认为歇斯底里产生自子宫的观念，转而认为歇斯底里中的激情

症状通常来自头脑，但其源头仍然是生理性的病变（Ｓｈａｒｐｅ ＆ Ｃ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１，ｐｐ． ９２６ ９３０）。

在 １７—１８世纪，精神病学逐渐发展，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在精神病学发展的初期，

医生们所认为的“典型”精神疾病只包括丧失心智，抑郁和躁狂等单纯具有心理症状的状况，很少有学者

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拿来和这些疾病相提并论（福柯，２００５，第 ３９９ 页）。而到了 １９ 世纪，随着精神病学

逐渐建立自己的体系，越来越独立于普通医学体系，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开始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上发

展，而这两种路径分别处于身体和心理两个平行的维度上。其中一条路径是神经学家和生理学家的生

理性解释，另一条路径则是将发展为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生成论（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观点。在精神分析学

派崛起之前的一段时期，神经生理的解释一度占据主流，无法解释症状公认的病因是神经系统的可逆性

失调。但是，逐渐发展的病理检查技术始终未能证明脑部或其他器官存在可观察的解剖学异常，这就导

致这些生理失调被称作微妙的或“功能性的”（Ｔｒｉｍｂｌｅ，１９８２，ｐｐ． １７６８ １７７０）。

这种神经生理解释的一个典型就是 １９ 世纪中期由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ａｒｄ 提出的“神经衰弱”的概念。

Ｂｅａｒｄ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即“由过

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

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Ｂｅａｒｄ，１８６９，ｐｐ． ２１７ ２２１）。Ｂｅａｒｄ认为这些神经系

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

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

障碍。而虽然身为神经病学家的 Ｂｅａｒｄ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医生一样，都没有直接的科学证据证明中

枢神经系统真的存在功能失调，但他仍然更强调神经衰弱病因学上的生理性而不是心理性。其后，

同为神经生理学家的 Ｃｈａｒｃｏｔ将 Ｂｅａｒｄ总结出的这种疾病在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扩展，使其从先前被

人认为的“美国病”变成了一种国际化的疾病（Ｇｏｅｔｚ，２００１，ｐｐ． ５１０ ５１４）。

１９ 世纪的解释模式转向最终明确地区分开了生理和心理的病因，而所谓的“医学不可解释”根

据这种二元划分，最终被交给了精神医学。２０ 世纪，心理分析的时代到来了。脑部功能失调的概念

大部分被心理发生概念所替代。由此，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治疗完全成为心理学以及精神病学的

管辖范围。Ｆｒｅｕｄ的支持者，奥地利精神医师 Ｓｔｅｋｅｌ（Ｓｔｅｋｅｌ，１９２４，ｐ． ３４１）创造了“躯体化”一词用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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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精神问题如何表现为躯体症状，其所表达的心理机制和 Ｆｒｅｕｄ 的“转换”概念如出一辙。当 １９８０

年，美国精神病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ＰＡ）修订《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ＤＳＭ －Ⅲ）时，特别划分出一类以躯体痛苦为主

的精神障碍，即躯体形式障碍（ｓｏｍａｔｏｆｏｒ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这个诊断逐渐被世界其他重要的精神诊断手册

所接受。而伴随这个诊断分类及其标准一直延续下来的核心条件之一正是“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二、“医学无法解释”的逻辑基础：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

回顾“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实验医学内的一种解释模式的反复

和循环，而这也是普通医学（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精神医学（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逐渐分裂的一个写照。１７ 世纪 Ｗｉｌｌｉｓ 对

歇斯底里的分析和 １９世纪 Ｂｅａｒｄ对神经衰弱的定义都曾经是一度占据主流并影响巨大的理论观念，他

们的理论代表了原因不明躯体症状的解释模式中一种相似的路线：从生理角度将此类综合征归于一种

神经生理系统的疾病。而在Ｗｉｌｌｉｓ和 Ｂｅａｒｄ对歇斯底里和神经衰弱的经典论述之后，两种疾病理论的发

展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转向”：由“真实”生理疾病变成“无中生有”的心理障碍。在歇斯底里的例

子中，传统的子宫冲动学说随着解剖和生理学的发展，逐渐转变为由大脑主导的神经系统作为中介的紊

乱，但并没有改变此类疾病植根于身体的基本观念。可这个主题在 １８世纪却从身体空间的动力学变成

了心理空间的伦理学，使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进入了精神病学的领域（福柯，２００５，第 ４１０ 页）。同样，在神

经衰弱的例子中，随着 １９世纪末到 ２０世纪初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影响的日渐扩大，神经衰弱也被逐

渐纳入到精神分析的情感冲突框架中。导致症状的潜在的情感因素变得比表面的躯体症状更加重要。

在诊断上，神经衰弱也逐渐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最终被抑郁症等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所替代

（汪新建、何伶俐，２０１１）。这些例子显示出，在医学科学的疾病分类一直到精神病学理论观念建立之初，

医生首先会尝试从神经系统疾病的角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症状”。在现代的医学系统中，医生也是首

先从他们自身所属的医学专科考虑能否对症状做出解释。而当病痛和症状被医学排除在外，它们才最

终落脚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领域。由此可见，被认为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这些躯体综合征与其他典

型的心理问题或者精神障碍不同。按照医学科学的身心二元观念，这些主观的躯体症状和病痛体验最

初进入的应该是非精神科的普通医学话语体系。

科学观念中的机械身心二元主义对疾病和医学观念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精神病学从普通医学

中分离出来，将身体病痛留给医学，将精神病痛留给精神病学。在笛卡尔的机械二元论之后，被客体

化的身体只是一种“机器”，它与遵循科学规律运行的物质世界中的其他“系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身体获得了机器的隐喻，而疾病就是“机器抛锚、燃料缺乏或者摩擦过多引起的机械故障”（波特，

２００７，第 ５９ 页）。这个纯粹物质性的“机器”是神学家和伦理学家不能涉及的，专门属于医生的领域。

而心灵却又经历了另一种意义的转换，一方面心灵是理性的来源，是决定人类思维与意识的基础。

另一方面，心灵也是一种系统，一种“机器”，它也能被科学化，并逐渐丧失原本的道德伦理意义，而变

成另一种客观存在物。这个心灵被降格的过程则是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产生的起点。

在西方医学科学的体系中，精神病学虽然诞生自医学，也一直被当作一个医学专科来看待，但在

很多语境中它明显有异于其他医学专科，甚至和它们对立起来。对于以生理解释为主体的现代西方

医学体系来说，精神病学始终缺乏等同于普通医学的合法性。２０ 世纪中期 Ｓｚａｓｚ 曾针对精神病学展

开颇有影响力的全面抨击。通过分析歇斯底里和精神分析这段经典历史，Ｓｚａｓｚ声称精神疾病并不像

癌症等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一样“真实”，因为没有生物化学检验或神经生理发现能够证实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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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ｚａｓｓ，１９７４）。他认为精神疾病是用来伪装道德伦理冲突的神话：“严肃的人不应该将精神病学当回

事———它只是对理性、责任和自由的威胁。”（Ｓｚａｓｚ，２００８，ｐ． ２）虽然有不少学者和精神医学从业者认

为 Ｓｚａｓｚ的批判过于极端，但却也难以否认其主张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精神病学分类中的疾病和

障碍确实缺乏科学意义上的充足证据，特别是以躯体病痛为表现的心理问题，比如躯体化。进一步

说，围绕躯体化疾病分类和诊断逻辑的争论正是整个精神病学遭到批判的缩影。普通医学和精神病

学在身心归属明确的疾病或问题上，两者分工明确，“合作愉快”。但在躯体化现象这种本体和性质

模糊的问题上，两者似乎就产生了龃龉。一定程度上，正是疾病分类体系对疾病体验的规训使得躯

体化成为现代生物医学的“弃儿”（汪新建、王丽娜，２０１３）。

三、从本土医学观念看“医学无法解释症状”

对于大多数非西方社会而言，西方的现代医学体系是一个外来物，与医院模式、医疗保健体制相

互捆绑，随着整个现代化进程“空降”而来。对于中国来说，虽然早在明清之际就对一些流传而来的

西方医学知识有所了解，但真正采用西方的医疗体制和诊断系统，也不过就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情。

本土社会接受的是在西方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成形的一整套体系，对于“医学无法解释症状”中所反

映出来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具有历史渊源的纠缠与竞争，恐怕没有多少切身感受。

首先，从中国传统身体观和医学观的角度看，将患者的病痛原因划分为“医学可以解释”和由其

他原因解释的“医学无法解释”是一种不太自然的做法。在本土医学观念中，“医学解释”应该是一个

整体性的知识，包括对所有病痛和不适的解释。其典型如宋代陈无择提出的三因学说，将病因根据

来源分为外因、内因、不内外因三类，“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

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

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圻，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陈

无择，２０１１，第 ２２ 页）。外至风邪入侵，内至情志所伤，这些病因全部共同作用于患者的身体。

而这种传统的病因解释和诊疗模式究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身体观。传统思想与医

学理论往往以天人类比的方式，建构身体概念。身体通过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等天地万物的共有本

源与整个自然世界相互贯通。又有“五行配脏”的理论，使身体各部分不但和阴阳之象相互对应，而

且喜、怒、悲、忧、恐也是通过配属于五行而与各自对应的脏器联系到一起。由此，个人的情志通过阴

阳五行的意象连结到身体各部分以致宇宙万物上。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也就成为了一个天人相应、内

外相通、与自然世界具有有机联系的功能系统。纯粹物质的躯体只是身体系统的一部分，而躯体与

心理之间又存在天然的联系，共同组成一个身的整体，其内部存在普遍联系、相互交感的关系。中国

人谈到“身体”时，并不进行躯体和心智的划分。身体本身是人的健康和疾病状态的基础，它同时也

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志，是生理与心理的

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

正因为这种传统的身体观，传统中医也不存在针对躯体、器官或针对精神、心理的两种医学专科

的二元分裂。在整体性的身心系统中，心理与生理并无本质区别，而只具有功能和形式的区别；它们

的运作没有机理的不同，只有具体表象的不同。因此，在本土观念中，身体的疾病也自然涵盖心理与

生理的双重维度，不必再行区分。在传统中医的临床实践和诊疗模式中也并不是不存在分科，患者

的疾病原因也有内外之分，但医生必须能够对所有可能的病因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除了中国本土身心整体观念和西方二元论的差异，从传统中医的诊断方法上看，“医学无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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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说法也很难被习惯了传统医学诊疗模式的患者所接受。无论古今中外，所有医学体系都必须

为患者的病痛寻找某种“解释”，这也是诊断的意义：医生必须要通过他的诊断告诉患者，他的痛苦是

什么，原因何在。但是“解释”的方式以及能够被患者接受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却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而

有所差异。以科学主义为基础西方实验医学的“医学解释”必须要依赖于生物病理证据建立的严格

因果。而在中国本土社会，中医对疾病病因和过程的解释依据的则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象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的因果判定方式与科学模式不同，它以主体意向判定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因果关系进

行主观性、体验性、感悟式的论证，因此传统医学的理论通过理论本身的自洽性和个案例证即能建立

其自身的合法性（吕小康、汪新建，２０１３）。这种解释模式并不用证实关于某种疾病实体的“假设”，也

就不要求科学严谨的因果性证据。

意象思维的影响又体现在中医的“辩证”模式中。中医的对象并非是西方科学定义下的“疾病”，而

是一个本土概念“证”。中医所说的虚、寒、热等证候并不是西方医学中的“疾病”那样的客观实体，它们

既是现象的描述，又附有本质的概括，这就是所谓“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吕小康、汪新建，２０１２）。而在

中医的辨证模式下，其实所有体验都可以和这些体验性、感悟性的隐喻及意象连通到一起。一些带有情

志因素的身体病痛按照严格的科学观念无法加以解释，但是其中却表现出直观的心身影响或交互作用，

在本土的文化中被归结于意象性的“气”、“火”、“经络”等概念。对于并不太了解医学理论的患者而言，

这些概念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某些生命“力量”或“能量”的隐喻，它们也许是直接从外界侵入，也许是身

体受到外界刺激后而产生。通过这些隐喻所给出的“为什么生病”的解释也不难接受：这些力量或能量

的起伏扰动了身体系统的整体平衡和正常状态，导致了各种非正常状态的产生。

已有研究发现，即使在西方社会，对躯体性病痛给出纯粹“心理和精神”的解释也较难得到所有

患者的接受，其主要原因是患者主观体验到的病痛是身体状态（Ｋｉｒｍａｙｅｒ，Ｒｏｂｂｉｎｓ，Ｄｗｏｒｋｉｎｄ，＆ Ｙａｆｆｅ，

１９９３，ｐｐ． ７３４ ７４１）。而中国传统意象性诊疗观的文化环境熏陶下的本土患者可能更难以理解和接

受“医学无法解释”。患者并不清楚“医学无法解释”中暗含的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划分，因此在科

学角度上严谨合理的“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一条件，对于患者来说却更像是医学在解释他们的问题

时表现出的一种“无能”。“医学无法解释”还暗示着患者的症状不是真的，这种对想象性疾病、诈病

和伪病的暗示也是对医患相互信任的一种损害。而本土的诊疗模式却相当依赖这种信任关系来获

得体验性的病痛主诉，并总能根据患者的主诉提供一种宽泛的医学指导，形成一种“治未病”的医学

传统（吕小康、钟年、张紫馨，２０１３）。这种传统未必能够在所有案例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但仍是极强

的文化传统，对塑造患者的求诊模型和疾病表达体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躯体化诊断的本土反思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的种种问题反映出躯体化这个概念及一系列相关诊断在西方医学体系中

的内在矛盾。从西方实验医学体系内部而言，“躯体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心理障碍面临合法性危机。

“医学无法解释症状”这个躯体化定义和诊断的核心条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医学体系

中普通医学和精神医学的二元分裂。而这种贯穿本体论和方法论的二元主义又恰恰是中西方医学

在观念和诊疗模式上差异最大的部分之一。这种矛盾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被进一步放大，导致躯

体化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不适应性。

在治疗方面亦是如此，身心二元主义划分的代价是限制了有效的心理疗法和普通医学实践的整

合。以目前的临床医学系统来说，如果患者首先不是进入精神病学专业科室，而是进入初级保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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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多数主诉是“医学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患者都能够得到各个专科的解释：纤维肌痛、肠易

激综合征、神经性胃炎等等。对于各专科医生来说，这些诊断能够被患者接受，而患者也能够得到处

置，也就是说这些解释在初级保健系统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合法性”。对于内科各科室的医生来

说，主诉躯体症状的精神障碍，比如“躯体化”等概念，其合法性可能还不如各类功能性综合征。因

此，虽然心理疗法可能对患者很有帮助，但仍然有很多去非精神科看病的患者无法得到这些治疗，而

另一些患者则根本不接受精神疾患的解释。一方面，在普通科室，医生和病人可能不断重复没有结

果的医学检查和干预；另一方面，称这些病人具有精神病学问题，转介精神科，让他们觉得受到误解

和污名化。患者可能被留在一个狭窄的“无人区”：生物医学方法否定他们的症状是生理性质的，而

他们自己又拒绝心理解释（Ｑｕｉｌｌ，１９８５，ｐｐ． ３０７５ ３０７９）。

西方医学和精神病学界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正是因为“医学无法解释”这一条件造成

了躯体形式障碍诊断在病因学上的模糊性，美国精神病学会在新版本的修订中去除了这条标准

（ＡＰＡ，２０１３）。但是这种修订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众多反对者认为，如果去除“医学无法解释症

状”这个条件，就会模糊躯体化一类心理障碍和医学状况之间的明确界限。而界限的模糊将可能会

扩大精神障碍的范围，将很多确实患有医学疾病的人群错误的指为“精神障碍患者”（Ｆｒａｎｃｅｓ，２０１３）。

可见，在基于身心二元主义的西方实验医学体系中，跨越身心两个领域的躯体化问题是个难以解决

的“痼疾”。如果严守科学主义的机械二元论分野，当前被诊断为“躯体化”的心身病痛体验无论如何

都必须被一分为二：或是归为心理领域的疑病症，或是归为普通医学中的各种功能性综合征。如果

像此次 ＤＳＭ修订一样，简单地在诊断标准上去除二元主义暗示，就会陷入与医学科学观念的基础相

抵触的境地，使精神病学本身遭到“试图入侵医学领域”的指控。

而这恰恰是本土观念可以为解决此类问题提供启示之处。中国本土传统的诊疗观与西方科学

主义的医学观念存在差异，哪种观点更“好”或更“健康”，要看适用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能妄下结

论。更准确地说，不同的医学观念和诊疗模式很大程度上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由此可以提供

更多的解释和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心身医学（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发展致力于拟合西方医学

中生理和心理的分裂，在诊断和治疗等各方面促进普通医学和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法的融合。由

此所致的医学观念的改变，可能和传统医学将身心视为整体性系统的直观理解殊途同归。在这样的

观念下，医生无须拘泥于单一的病因学解释，“医学无法解释”可以作为确定患者某个具体症状边界

的线索，而不再是将患者完全划归到某种类别的生硬条件。

从临床治疗的角度看，躯体化诊断也需要本土视角的介入。因为，衡量一种诊断标准合适与否

首先应以临床实用为依据，特别是要看其最终能否有利于消除患者的痛苦，帮助其恢复健康。既然

诊断标准的修订和评价都要立足临床实践，那么在本土临床中使用来源于其他文化背景的诊断标准

就更加需要实践检验。在本土医学传统的身心一体诊疗观念下，“躯体化”或可被诊断为特定的符合

本土文化背景的心身病痛综合征。在当代中国的医疗实践中应用本土视角也有助于促进医学治疗

和心理治疗的整合，以及重新理解和利用传统医学中的一些有效的整体性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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